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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中國大陸的學術界

和媒體關注所謂「國進民退」的

現象。到底有無這一現象，或

者這一現象在哪些社會經濟領

域中以何種程度存在？這一現

象的發生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

事業究竟有何深遠的影響？尤

其是，這一現象的出現對於中

國政府的轉型甚或逆轉型究竟

有何意義？我刊歡迎海內外讀

者就這些關涉中國發展的現實

問題，踴躍撰文！

——編者

讀鄭宇碩的〈十七大以來
的中國外交政策〉

本世紀初中國所面臨的國

家環境與改革開放初期已經不

同，西方國家一邊要聯手制衡

中國，一邊又加速把中國變成

「世界工廠」，主導了經濟全球

化。中國現任領導人的外交課

題就是如何面臨這一新的全球

格局，於是出現了包含「新安

全觀」與「國際關係民主化」的

「和諧世界觀」。

「新安全觀」的實質是共同

安全的理念，這是基於對世界

不同國家與地區的多元性的認

識而提出來的，當也包括東亞

文明安全之義，而「國際關係

民主化」則隱含了對西方價值

觀外交的拒斥。無論西方還是

東方，外交與內政已經不能截

然分開。

對中國來說，「崛起」並不

意味要加入西方的陣營，而是

東亞文明整體的重生。「國際

關係民主化」的訴求在東亞地

域的重新整合上則是要實現東

亞文明的整體安全，新上台的

日本民主黨提出的東亞共同體

的設想，對中國來說，既是「國

際關係民主化」的進程，又是國

內民主化的契機。民主化可以

帶來東亞文明的整體安全，而

對東亞文明現代價值的認同又

會促進內部的民主化進程，如

何出棋，是對今後中國外交與

內政的考驗。所有這些，似乎

都是鄭宇碩的〈十七大以來的

中國外交政策〉（《二十一世紀》

2009年12月號）一文未加重視

的重要議題。

楊際開　臨安

2010.1.12

問題錯綜複雜
主義難免蒼白

薛力的〈中國對東盟的外

交：一種建構主義的剖析〉

（《二十一世紀》2009年12月號）

回顧了新中國對東盟外交的發

展軌ê，試圖用建構主義來解

釋以往六十年的變化緣由。正

如作者所強調，這個理論框架

比起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

義更有說服力，因為後兩者就

無法解釋，譬如說，為何中國

對東盟外交在前三十年與後三

十年之間存在重大差異。相比

之下，建構主義凸顯了中國的

「國家身份變化」，特別是國家

領導人的觀念變化這樣的主動

變量，體現了更大的靈活性，

展示了更強的解釋力。這是薛

文的價值所在。

但進而言之，筆者又不贊

成單純地用某一大主義來觀察

歷史，因為那樣要麼排斥其他

有益的視角，並難免有削足適

履之虞，要麼不過就是用理論

作點綴，無益於深入的研究。

事實上，這Z的「建構主義」等

於是「沒有主義」，它取消了其

他兩個主義，自己同時陷於

「沒有主義」，因為既然強調中

國對東盟外交隨d「國家身份」

甚至領導人意志的變化而一直

在不斷變化，那等於就是說除

了變化本身之外，沒有甚麼一

以貫之的主義在在。所幸者，

這反倒開啟了「具體問題具體

分析」之門。

就研究中國對東盟的外交

而言，以東盟各國情況之錯綜

複雜，加上六十年間世事之跌

宕起伏，沒有哪個理論框架可

以囊括一切。也許還是應該少

套主義，多作具體分析；少貼

標籤，多作實證考察。例如，

筆者對文中的核心概念，即分

別用來描述前三十年和後三十

年中國的「國際主義國家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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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政治後蹄的瓶頸和障礙。

決定性的制度問題主要

有：包括憲法在內的法律如何

能在政治實踐中被嚴格遵守而

不被黨的精神、政府政策、中

心工作等臨時性的舉措所排擠

甚或替代；社會公眾如何能有

效參與政治社會的決策；信息

能否得到最大可能的公開；與

實體性權利相比，程序性權利

可否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司

法部門能否從當前的政務性質

部門轉變成為制約政務部門的

中立力量，等等。

中國歷來都是制度的力量

孱弱不堪，使社會長期淪落至

周期性的政治動蕩和暴力革

命。如今，隨d「倉廩實」而來的

是「知禮節」——對通過控制權

力而保障人權和尊嚴的願望與

需要。沒有在滿足這種願望和

需要的方向的持續努力，中國

軟力量的成長必將面臨滯脹。

劉練軍　杭州

2010.1.12

無意識中的偏狹

姚新勇的〈民族政策的錯

亂與族群衝突的激化〉（《二十

一世紀》2009年12月號）一文，

是從國家政策層面討論中國族

群問題的，但筆者卻看到了包

括筆者在內的不少漢族知識份

子的缺陷——極少關心邊疆少

數民族的命運和處境。我們主

觀上並無故意，但無意識中卻

把邊疆、西域僅僅視作美麗

的、有d奇風異俗的觀光之地

和文化博物館。我們關注自由

民主，關注社會公正，卻極少

把這些視野中的同樣的眼光，

投向邊疆、西域的少數族裔兄

的民族主義國家」、「地區主義

國家色彩的國家」此類說法，

也持保留態度。借用理論或概

念當然能夠獲得啟發，有時也

便於抓住問題的要害，但它們

多有局限性，更不能代替具體

而微的研究。

梅俊杰　上海

2010.1.16

期待制度的鳳凰涅槃

拜讀完丁偉的〈中國軟力量

的思考〉（《二十一世紀》2009年

12月號），筆者第一個反應是

該文好像對軟力量中的重要元

素——制度思考得不多。而對

於軟力量而言，制度甚至遠遠

比丁偉d墨較多的民族團結、

發展模式、核心價值等元素，

發揮d更大的決定性作用。竊

以為，中國軟力量的真正提升

唯能指望制度的鳳凰涅槃，沒

有法律制度在中國的超度生

根，成為規範人人日常行為的

指南，中國的國力難以在現有

基礎上再度攀高。

丁偉說，有甚麼令少數族

裔安於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一份子並引以為榮？不是多數

族裔（漢族）的文化傳統，而是

這個國家的制度、思想、價

值、文化發展、社會道德。遺

憾的是，丁偉在全文中幾乎未

就制度問題略論一二。當然，

制度問題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充

分談論的，但沒有談論和未充

分談論是性質不同的問題。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

在樣貌上有點像澳洲的袋鼠，

「經濟」這隻前腳決定了成就的

大小，而「政治」這隻後腿處於

明顯的先天失調狀態，始終不

能與經濟前蹄並駕齊驅，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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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我們習慣於把漢族的處境

誤當作整個中華民族的處境。

正是少數幾位漢族知識份

子的寫作，讓筆者感到了自己

無意識中的偏狹，而這「少數

幾位」就包括姚新勇。也許正

是生於新疆、長於新疆，姚新

勇才從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顯

學專業，轉向了明顯冷僻的

「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並進而

走出學院的學術生產機制，邁

向了關注中國少數族裔問題和

邊疆族裔問題的不歸路。姚新

勇不僅揭示和批判大漢族主義

的隱性情結，也揭示和批評少

數族裔中不當的極端傾向，對

於政府少數民族政策及治理方

式中的許多問題更給予直言不

諱的批評；而所有這一切，又

都是在一種同情和理解的態度

下進行的。他憑d一個學者的

道德良知和學術理性，用心寫

下的大量文字，包括規範的學

術論文，卻大多無法見諸平面

媒體或學術期刊。

〈民族政策的錯亂與族群

衝突的激化〉就是一篇直言批

評政府民族政策錯亂及其與族

群衝突激化之關係的文章。但

在直言不諱的批評中，細心的

讀者也會發現，姚新勇對錯亂

的民族政策的制訂初衷和良善

動機，還是給予充分體察和理

解的，表現了一位學者的公正

和理性。而正是這種理性和公

正，才使被批評的對象更加令

人驚心，因為那是產生於「無

知」而非「有意」，是在喪失起

碼的平衡力後不受制約的「傲

慢」與「膨脹」。

張寧　廣州

2010.1.15


